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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
帕森斯与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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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探究，历史的、经验的和

理论的研究在其中融为一体。在学科史的意义上，《结构》标志着“古典”社会理

论的“现代”转变。不过，帕森斯是以一种典型的“美国式”方式完成这种转变

的。囿于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尤其是“新政”时期的语境，他给予处于世纪之交

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理论一种全新的阐述，把它们从其生身处境的“世纪末”中剥

离出来，并暗中赋予其一种积极、乐观的“美国精神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

这些理论和经验探讨中原本具有的同“世纪末”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时代问题

的复杂关联。悖谬的是，这种“美国化”的阐述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帕森斯

试图建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宏图，蕴含着某种普遍历史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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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实际上，两者的“对话”并不限于这个时期，例如帕森斯（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７５）在一篇为庆祝默顿

６５岁生日而撰写的文章中还论及两人之间在理论研究取向上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帕森斯

与默顿之间的研究取向差异实质上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化进路，其中涉及诸多实

际上影响着“二战”后一直到今天的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问题。

２．帕森斯在１９４７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年会上提交的文章“社会学理论的状况”（犘犪狉狊狅狀狊，

１９４８）和默顿（他是该文当时的两名评论者之一）对该文的“讨论”（犕犲狉狋狅狀，１９４８），后来一同

在《美国社会学评论》（１９４８年第２期）上刊出。对照默顿的这两个文本，可以看到他在后来

修改、扩充的长文中已大大消除了针对帕森斯文章的诸多评论的痕迹，其论述也呈现出更为

一般化的特征；当然，这同时也掩盖了该文最初有更为直接的对话和批评的“语境”，这实际上

并不有利于人们看清两者所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化进路的差异乃至对立。

　　上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帕森斯与默顿之间进行了某种或明或暗的

“对话”，１默顿在这个时期撰写的一些颇具影响的“理论社会学”文章

（犕犲狉狋狅狀，［１９４９］１９６８），可以说或多或少都与帕森斯的理论探索有关。

例如默顿后来收入其《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的首篇文章“论社会学

理论的历史与体系”，实际上就是在其评论帕森斯的一篇文章

（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４８）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２默顿的这篇文章比较典型地

体现了他关于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史的基本观点，而这种看法与帕森斯

的相关立场存在明显差异。如该文标题所示，默顿论证的核心要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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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社会学理论的“历史”与“体系”３区分开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他反对的“历史”是“将社会学理论的历史视为一种对过去的诸学说的

批判性总结、并佐以主要理论家小传的大杂烩”（犕犲狉狋狅狀，１９６８：２）；他

倡导的“历史”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史”（犪狊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狊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狋犺犲狅狉狔）（犕犲狉狋狅狀，１９６８：２），这种历史的意义在

于能够促进“社会学知识的积累”。如何进行和评价这种积累？默顿引

为典范的是自然科学的积累模式，这在他引述普赖斯（犇犲狉犲犽犘狉犻犮犲）的

一段话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自然）科学的积累结构是充满了短距离联

结（狊犺狅狉狋狉犪狀犵犲犮狅狀狀犲狓犻狅狀狊）的组织（狋犲狓狋狌狉犲），就像编织物（犽狀犻狋狋犻狀犵）一

样；而人文主义取向的学术领域的组织更像是一个随意的网络（狉犪狀犱狅犿

狀犲狋狑狅狉犽），其中的任何一点与另一点都有同样的联结可能”（犕犲狉狋狅狀，

１９６８：２８）。因此，默顿认为在真正积累性的社会学研究中，重要概念、

观念和理论都应该像自然科学中的情形那样，可以明确地溯及和勾勒

出其历史发展进程，从而形成一个个知识链条，再渐渐地连接成更大范

围的知识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默顿对于他在该文标题下援引怀特海

的一句话是深以为然的：“还在犹疑要不要忘掉其创立者的科学是迷茫

的”（犠犺犻狋犲犺犲犪犱，１９７４：１１５）。

３．默顿此处使用的是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狊而非狊狔狊狋犲犿，前者不仅有体系、系统之意，更基本的含义是

指分类学、分类法或分类系统，譬如植物分类学；默顿使用此法透露出其方法论立场的实证主

义和经验主义意涵，而这恰恰是帕森斯（狊狔狊狋犲犿则是他很喜欢使用的概念）始终明确反对的

方法论立场。

４．亚历山大（２００６）对默顿相关论述中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提出了批评，并基于其所

谓的“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坚持认为“经典”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核心地

位”（这方面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１９８２）；但他也认为帕森斯的理论化进路在方法

论上体现的是一种“新实证主义”（具体分析可参见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１９８４，犮犺犪狆．６）。

５．自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史和学科史研究出现了“当前论”

和“历史主义”（犺犻狊狋狅狉犻犮犻狊犿）的诸多争论，以及随后出现的试图综合二者的“后实证主义”（狆狅狊狋

狆狅狊犻狋犻狏犻狊犿）或“后经验主义”（狆狅狊狋犲犿狆犻狉犻犮犻狊犿）和源自解释学传统的“对话论”等，围绕文本、作

者、语境、语言、意义、研究者的旨趣、诠释和理解方式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接下页）

在默顿的这种研究取向中存在着诸多值得进一步探究和批评的问

题，比如其中蕴含着十分明显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立场

（亚历山大，２００６），４他对社会学理论史的研究进路带有鲜明的“辉格

党历史”（犠犺犻犵犵犻狊犺犺犻狊狋狅狉狔）或“当前论”（狆狉犲狊犲狀狋犻狊犿）的取向（田耕，

２００６）。５换言之，这种历史研究取向本身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是颇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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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质疑的，而这些问题在默顿的理论思考框架中又是无法得到令人满

意地修正和解决的。帕森斯虽然赞同社会学是一门能够进行知识积累

和发展的经验科学，并且在默顿发表此文的十余年前就很深入地探讨

和阐述过这个问题（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３７］１９６８），但他奉行的是另外一种很

独特的研究进路，这种研究路向在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学史研究、社

会学的理论化方式、社会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等诸多方面，都与默顿倡

导的研究路向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为了更细致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

最好还是先回到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因为，

现代社会学，或一般所谓的“二战”以来的社会学的很多基础性问题，都

必须回到这部“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之作才能得以理解。不过，考虑到

《结构》涉及的问题极为庞杂，６本文只限于就其中涉及的几个与社会

理论史研究相关的问题稍作展开。

（接上页）极大地推进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进展。在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史研究方面，例如可参见

塞德曼（犛犲犻犱犿犪狀，１９８３犪）、亚历山大（２００６）等人的简要评述。

６．卡米克（犆犪犿犻犮，１９８９）为《结构》出版５０周年撰写了一篇长文，对该著涉及的诸多方面进行

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古尔德（犌狅狌犾犱，１９９１）随后就此文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予以批评，声称前

者的评述基本上基于对帕森斯的理论和《结构》的误解。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可称得上帕森斯

研究专家（其中一位还是帕森斯的学生）的研究者，一个宣称《结构》是社会学的“一部宪章”

（虽然已经过时了），一个则断言，《结构》“至少领先其时代６０年”。本文第三部分将讨论对

《结构》的另一种研究进路。

一、通过社会思想史研究社会理论

《结构》虽然在出版后的前十年里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而受到忽

视，但该书在１９４９年推出第二版后却影响力剧增，并很快确立了其“经

典”地位（格哈特，２００９：３－４）。但在如何理解其研究主旨、如何为其

研究定位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可谓歧见纷纭。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澄清

的问题是：《结构》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就该书的主旨而言，

帕森斯有过肯定和否定两种说法：一方面，它并非一项社会思想史或社

会理论史研究；另一方面，它既是一项经验性的专题研究，又是一部理

论著作。我们先来看帕森斯的相关论述，然后提供一种解释。

（一）关于社会理论本身的研究

从内容上看，《结构》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分析作者所选的几位“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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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著作家”（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狑狉犻狋犲狉狊）的著作和思想，因而似乎是一项社会思

想史或社会学史领域的研究。不过，作者虽然在“序言”（犘犪狉狊狅狀狊，

１９６８：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

“二手研究”，但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对过去的诸多理论、学说的概括或依

据当下知识对相关理论命题的验证，而是一种“不太为人所知”的“真正

的二手研究”。帕森斯本人似乎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他在该书的“序

言”、“导论”以及某些章节和后来的“二版序言”（１９４９）、“平装本导言”

（１９６８）中反复强调该书的真正研究意图，试图引导读者去理解该书所

致力于探讨的那种“真正的二手研究”的意义。

７．这个标题在表达上也颇具意味：在强调这是一项“社会理论”研究的同时，帕森斯使用

狑狉犻狋犲狉狊而非（狊狅犮犻犪犾）狋犺犲狅狉犻狊狋狊来指称他选择的论主们；但在１９５１年出版的《社会系统》

（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５１）的“献词”中却自称“不可救药的理论家”。

８．要理解帕森斯此处所谓的单数“社会理论”或社会理论自身，必须联系他在《结构》中对

“（科学）理论”的性质及其发展的论述，而“社会”理论不过是科学理论“在社会领域的发展”或

“科学自身的‘内在’发展的一般过程的一个例证”（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１１，１２）。有意思的是，默

顿虽然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但他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认识反而不

及帕森斯，像库恩（２００３）等人在１９６０年代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展开的具有革命性的研

究，实际上与帕森斯而非默顿的科学观更具亲和性。

９．他们在个人性格和（智识）背景方面“对比之强烈，几乎难以想象”：马歇尔是一个具有“强

烈的道德主义取向的英国中产阶级”的一员；帕累托是一个“冷淡的、老于世故的意大利贵

族”；涂尔干是一个“（出生）阿尔萨斯的犹太人，激进的、反教权的法国教授”；韦伯是“具有高

度文化修养的德国中上阶层的后代，其成长深受德国观念论的影响，并接受了法学和经济学

历史学派的训练”（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１３）。

实际上，通常被忽视的《结构》副标题———特别依据一组晚近欧洲

著作家的一项社会理论研究７———已经比较清楚地指出了这种研究的

一些关键要点。概括而言：首先，上述标题指明它是“一项社会理论研

究”，“序言”里对此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宣称：这是“一项关于社会理论

（狋犺犲狅狉狔）、而非诸理论（狋犺犲狅狉犻犲狊）的研究”（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狓狓犻；着重号

为原文所加）；换言之，该研究真正关注的是社会理论本身，而非相关论

者的诸学说，这应当是帕森斯所谓的“真正的二手研究”的一个基本意

涵。８其次，这种“社会理论”有一个历史产生过程，主要通过帕森斯选

择的“晚近欧洲著作家”的著述体现出来；这几位著作家虽然出身不同、

秉性和研究取向各异、传承的智识传统也有很大差别，９但细究之下，

他们的思想发展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却呈现出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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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性”（犮狅狀狏犲狉犵犲狀犮犲）：“《结构》分析的是理论发展的一种会通过程，

这种发展构成了关于社会现象的科学分析中的一场主要革命”

（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狓狏犻；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结构》出版３０年后推出

的平装本“导言”中，帕森斯再次强调：“本书的主要论题是：马歇尔、

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以复杂的方式与其他许多人的著作

相关联———代表的不是简单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四组特殊的观察资料和

理论，而是理论思维结构中的一场主要运动”（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狏犻犻犻；着

重号为引者所加）。１０所以，第三，对这种单数的“社会理论”的揭示和描

述需要借助对几位“欧洲著作家”的著作的细致和系统的分析，因为在

他们的著作中呈现出了“某种系统的理论推理的单一体”（犘犪狉狊狅狀狊，

１９６８：狓狓犻）；“导论”对此说得更加明白：“本研究的核心旨趣在于一种特

殊的连贯理论体系的发展”（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１２）。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在经验或实质理论的意义上，帕森斯称这种

单一的理论体系为“行动理论”（社会行动理论、人的行动理论），或者用

《结构》中特别强调的一种表达：“意志论的行动理论”（狏狅犾狌狀狋犪狉犻狊狋犻犮

狋犺犲狅狉狔狅犳犪犮狋犻狅狀）；这是全书力图论证的那种从欧洲的行动理论传统中

发展出来的“社会理论”，对这种理论体系的产生过程的考察因此成为

该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帕森斯想要通过对相关著述的细致分

析，呈现出社会行动的“结构性方面”，或行动理论体系（“行动参照框

架”）的基本要素及相互关系，因此之故，该书以“社会行动的结构”为其

标题（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３９）。

１０．帕森斯在论及这种“会通”的理论发展过程时，甚至赋予其某种神秘色彩，例如他指出，这

四位几乎可算是同时代人———马歇尔与帕累托虽然出生于１８４０年代，但他们的主要著作是

在１８９０年之后出版的———却又互不影响（帕森斯认为马歇尔对帕累托的有限影响对于该书

论及的那些重要方面是无关紧要的）的欧洲著作家，却发展出“一套共同的观念”，此即他所谓

的“理论体系之逻辑的内在发展”（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１４；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帕森斯提出的

“会通命题”或“会通论证”是《结构》全书论证成败的关键，也是他在后《结构》时期推进其理论

化的一种主要策略。对此观念的一种有益的理解和解释，可参见 犠犲犪狉狀犲，１９８９：７６犳犳；２０１３。

基于此，我们再来看帕森斯对该书定位问题的肯定和否定的说法。

一是否定该书是通常意义上的“二手研究”或史论著作，例如“导论”在

强调“这项研究应当是关于近期社会思想史中的一个特殊问题的专题

研究，是对已被称之为‘意志论的行动理论’的理论体系的兴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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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１４）的主旨后，帕森斯又不惜笔墨地做了三点澄清：首

先，“它不是关于晚近一代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史（的研究）”，因此它不会

对相关的问题和人进行包罗万象的研究，而仅仅考察那个时期的欧洲

社会学理论的一个要素；其次，“它不是对所要讨论的著作家的某一部

或所有著作的通常意义上的二手解释”，其目的既不在于二手阐释本

身，也不想对这些著作进行批判性的评价；最后，其研究也因此不会去

“试图讨论这些人的著作的所有方面或关于它们的所有二手文献

（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１４－１５；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肯定的意义上，帕森斯将《结构》定性为一部经验—理论研究之

作。例如在全书的总结性篇章里，他重申“本研究始终力图成为一项经

验性的专题研究。它一直关注的是事实以及对事实的理解”（犘犪狉狊狅狀狊，

１９６８：６９７）。１１可能是为了更好地澄清该书何以被称为经验研究，帕森

斯在该书“平装本导言”里提出了更加清晰的说明：“《结构》是一部双重

意义上的经验性著作。首先，它非常关注西方社会的宏观发展问题，尤

其是通过本书所讨论的四位论主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其次，它是社

会思想分析领域的一项经验研究”，书中分析的那些以往的著作，在帕森

斯看来和历史上的“文献档案”并无实质性区别（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狏犻犻）。

但这还只是该书研究主旨的一个方面，因为“《结构》实质上是、而且也

一直意欲成为一部理论著作”，也就是说，它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些作为

经验现象的理论，而且还独立进行了某种明确的理论化工作”

（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６９７）。对经验事实的考察和研究需要理论的解释，依

据该书“导论”中在方法论层次上对“理论与经验事实”（犘犪狉狊狅狀狊，

１９６８：６犳犳）的一般论述，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动态关系。

１１．注意帕森斯在该书中借鉴的是亨德森（犔．犑．犎犲狀犱犲狀狊狅狀）对“事实”的界定：一个事实被理

解为“借助某种概念图示（犮狅狀犮犲狆狋狌犪犾狊犮犺犲犿犲）对现象所做的经验上可证实的陈述”（犘犪狉狊狅狀狊，

１９６８：４１）。

总而言之，依据帕森斯的说法，《结构》应当是一项基于对相关论述

（文本）的经验研究的理论化探索；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研究是通过

思想史的方式展开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对理论与经验研究的

内在关系的这种强调贯穿于帕森斯学术生涯的始终，但悖谬的是，人们

对其理论化探讨的主要指责之一恰恰在于其脱离经验现实的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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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种黑格尔式的解释

帕森斯在《结构》一书中展开的独特研究，可归于思想史或学科史

范畴吗？帕森斯虽然对此予以明确否定，但如果从伽达默尔（２００４：

３８７犳犳）所谓的“效果历史”（犠犻狉犽狌狀犵狊犵犲狊犮犺犻犮犺狋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犺犻狊狋狅狉狔）的视

角来看，无论是《结构》中的具体研究内容和方式，还是该著对“二战”后

的社会学的影响及其接受史，这部“经典”都可以视为社会理论或社会

学史领域的一项研究。１２如果对帕森斯本人的说法稍加修正，可以说它

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但却是一种“真正的二手研究”意义上的思想史

或理论史研究，尽管我们在后来的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发展中几乎见不

到此类研究。１３

１２．例如，亚历山大（２００３：１２１）就指出过：“在《结构》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它逐渐被看作最

为详尽的社会学史”。

１３．在“二战”后的社会理论论著中，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犎犪犫犲狉犿犪狊，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可

能与《结构》最为类似———哈贝马斯（犎犪犫犲狉犿犪狊，１９８１：１７３）本人曾经对帕森斯在《结构》中的

探究给予高度评价。当然，两者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中关键一点是：哈贝马斯此论虽然

汇聚了诸多社会理论传统，但其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诸论而提出其“沟通行动理论”，而帕森斯

宣称的则是对“社会理论本身”的研究。实际上，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后帕森斯时代”的社会

理论家———卢曼也许是例外———并没有人真正接续帕森斯在《结构》中开辟的这种研究进路。

曾有论者将帕森斯比作美国社会学界的黑格尔，如果撇开那种认

为两者在各自领域都构建了全面而庞大的理论体系这种表面上的相似

性，我们发现至少就本文涉及的论题而言，帕森斯与黑格尔之间确实存

在着一些颇具实质性的相通之处。众所周知，黑格尔（１９５９：“导言”）曾

经对哲学史和哲学自身的关系给予了比较详尽的讨论，认为“我们的哲

学，只有在本质上与此前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

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因此，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

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

学的生成”（黑格尔，１９５９：９）；他进而主张“通过哲学史的研究以便引导

我们了解哲学的本身”，并提出了“在哲学史里我们研究的就是哲学本

身”、“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黑格尔，１９５９：２４、３４）的著

名论断。在黑格尔那里，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哲学史讲演录》与

《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是完全一致的。

回到帕森斯在《结构》中的研究，如果借用黑格尔的说法，我们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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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其研究取向概括为“通过社会理论史的研究以便于我们了解社

会理论本身”；或者用帕森斯本人的说法，“通过对社会理论史上的诸理

论（复数理论）的研究来了解社会理论本身（单数理论）”。帕森斯本人

可能不太赞同这种黑格尔式的理解，就其著作（例如，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２８］

１９９１：６犳犳；１９６８：４７８犳犳）中对黑格尔的不多论述而言，他对黑格尔的理

解显然过于简单化，也未涉及后者论述哲学与哲学史之关系的要义。１４

虽然如此，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对于重新理解《结构》开辟的社会理论

研究进路还是颇具启迪意义的，我们不妨对此稍作分析。

１４．相对而言，帕森斯对康德哲学思想更为重视，受其影响也更大、更深，从其博士论文

（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２８］１９９１）到最后的压卷之论（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７８犫），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

响；明希（犕狌狀犮犺，１９８７）甚至认为在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中有一个“康德主义内核”（犓犪狀狋犻犪狀

犮狅狉犲）。

帕森斯虽然不像黑格尔———例如在《精神现象学》（黑格尔，１９７９）

中———那样去呈现西方人的“精神”发展史，其主要关注点是“社会理

论”———即他所谓的“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在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理

论产生过程及其内在结构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显然是通过相关

的历史研究来实现的。我们看到，《结构》虽然聚焦于某个时期的某种

理论发展，但帕森斯却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思想史脉络中来把握其产生

和发展的。具体而言，帕森斯认为，在《结构》主要探讨的那个时期之前

的欧洲的社会思想传统，主要是通过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和观念论

（犻犱犲犪犾犻狊犿）两大思想脉络体现出来的；相对而言，前者因其源远流长和

影响深远而成为欧洲社会行动理论研究的最主要传统（《结构》在这个

方面着墨最多），《结构》因此追溯到１６、１７世纪的欧洲现代早期、尤其

是霍布斯以降的社会思想，而对德国的观念论传统则仅仅溯及康德。

按照帕森斯（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４７０）的说法，代表欧洲近现代社会思想主

流的拉丁语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实证主义（含功利主义）和德

国的观念论，是１９世纪晚期兴起的一种新的“思想运动”或“社会理论”

的“语境”，帕森斯在其中展开的复杂而精微的理论与逻辑分析———例

如围绕“秩序问题”而展开的从霍布斯到达尔文主义、行为主义的著名

考察，以及对几位“欧洲著作家”的著作的细致和系统分析，很难说不是

一种思想史范畴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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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确实如帕森斯所言，《结构》中的这种“史论”又不同于

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这种研究归根到底还是要为他所谓的“经

验—理论研究”服务的。帕森斯后来在“平装本导言”（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

犻狓）中明确了该项研究的“双重关注”：一是“作为一种分析图式的经济

学理论的地位”问题，二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解释带来了富有成果的

共同意涵，即每一种作为分析图式的理论必定是一种更大的和更加一

般化的理论工具（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狅狉犵犪狀狅狀）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帕森斯

在《结构》中进行的研究，最主要的意图在于通过对涂尔干、韦伯等人关

于西方现代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的再考查，探究社会科学———《结构》

中称之为“行动科学”（狊犮犻犲狀犮犲狊狅犳犪犮狋犻狅狀）———的一般概念图式，进而确

定“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这也是全书最后一节的标题，落脚点）。

因此，这种研究与真正意义上的黑格尔式思想史研究还是有着很

大区别的。在《结构》的研究中，对于从霍布斯以降的功利主义—实证

主义和康德以降的观念论传统的研究，虽然贯穿着一个具有核心地位

的实质性问题，即秩序问题，并围绕此问题展开一系列精深的历史与逻

辑分析，呈现出历史与逻辑演进的次序；但正如前文多次强调，帕森斯

的意图不在于展开一项“秩序问题”或“秩序观念”的“现象学”研究，他

始终关注的是分析意义上的“社会理论”或“行动理论”自身的发展（当

然是在与现实经验问题研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推进的）。正是这个旨

趣———帕森斯终身保持着的理论旨趣———将霍布斯、洛克、康德以及涂

尔干、韦伯等人纳入其“思想史研究”中，这也许是帕森斯所谓的“真正

的二手研究”的意义所在。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帕森斯在《结构》中

实际上将历史研究、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融为一体。

１５．实际上，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并无耐心去仔细理解我们在前文引述的帕森斯的相关说法，

而是直接将其视为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著作，并就此展开批评；这方面的文献颇为

繁杂，仅举几例以供参考：例如卡米克（犆犪犿犻犮，１９７９）对《结构》中着力讨论的一个问题———功

利主义———的长篇批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因质疑帕森斯对古典社会理论

家、尤其是韦伯和涂尔干的解释，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所谓 “去帕森斯化”（犱犲（转下页）

二、社会理论与“世纪末”

帕森斯关于《结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思想史或社会理论史研

究的声称，固然可以“化解”一些批评，１５但他在《结构》中着力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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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命题”的有效性问题则是无法回避的，而这个问题又直接关涉《结

构》这项研究的主题论证的成败；尤其是，当他将这种“会通”过程描述

为一场“科学革命”或“理论运动”时，这个问题又涉及思想史研究中的

一个根本问题：理论与其时代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

方面来考察：一是《结构》中的主要分析对象，即帕森斯选择的那些“晚

近欧洲的著作家们”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二是帕森斯写作《结构》时所

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本节先讨论前者，后者留待下节再述。我们还是

先了解帕森斯的相关论述，然后再稍作展开。

（一）社会理论及其时代性

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对“哲学的时代性”问题也颇为重视，他（黑格

尔，１９５９：４８）认为“每一哲学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限制，

即因为它是某一特殊的发展阶段的表现”，因此，“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

代的哲学”。同时，黑格尔（１９５９：５６）还进一步强调了哲学与其“时代

精神”的内在关联：“时代精神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

本质或性格……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并将此实质作为它

的对象。”

（接上页）犘犪狉狊犻狅狀犻狕犻狀犵）运动（相关文献不再列举，其中关于“韦伯的去帕森斯化”（犱犲

犘犪狉狊狅狀犻狕犻狀犵犠犲犫犲狉）的相关争论的细致描述，可参见赵立玮，２０１１）。关于《结构》引发的“解释

性争论”的一个概述，可参见亚历山大（２００６）。

１６．帕森斯（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５４：３４９）后来在其就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的“演讲词”中指出：涂尔

干和韦伯这一代（大约在１８９０－１９２０年）的学者才真正为作为一门现代智识学科的社会学奠

定了基础，而此前所有理论上的努力都只能算是“初始社会学”（犘狉狅狋狅狊狅犮犻狅犾狅犵狔）；他自己算是

“第二代”，是在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建设的一代。

１７．古尔德纳（犌狅狌犾犱狀犲狉，１９７０）对帕森斯社会理论的批评，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激进（转下页）

《结构》中主要探讨的是社会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

段：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而这个阶段标志着社会理论所依托的主要智

识学科———社会学———的正式确立及被予以制度化的时期，也是社会

理论的主要研究范式和传统的确立时期，这大概也是帕森斯选择这个

时期的社会理论为其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６因此，对这个时代及

其时代精神的考察，是我们深入理解和评价《结构》这项研究之价值的

一个重要维度。如果确如古尔德纳（犌狅狌犾犱狀犲狉，１９７０）等人所批评的那

样，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只是与其时代问题了不相干的抽象理论，１７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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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探讨本身的价值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结构》“导论”的开篇第一节讨论的就是（时

代）“问题”。该书以一个思想史的“判例”开篇：以斯宾塞为其“典型代

表人物”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传统”已经“被淘汰”，尽管这种“关于

人与社会的思想体系”在１９世纪曾经轰动一时（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３）。

至于说它是被其推崇的作为“上帝”的“进化”（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所淘汰，还是

被后来者（如帕森斯选择的那些“著作家”）所超越，则无关紧要；不过，

从《结构》的论证来看，帕森斯强调的是社会理论的“内在”（犻犿犿犪狀犲狀狋）

发展（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５）。因此，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是一个“危

机”与“变革”交织的时期。帕森斯对此有很明确的描述：

（接上页）—冲突社会学的批评风格。以他对《结构》为代表的“早期帕森斯”的批评为例：一方

面是先入为主地宣称：在美国人提出的社会理论中，帕森斯的理论“似乎是最不关切其时代问

题的”，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仅仅是出于社会理论内部的纯然专业的考虑而产生出来的”

（犌狅狌犾犱狀犲狉，１９７０：１６９）；另一方面，通过一定的文本分析，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帕森斯的早期

著作是对其时代危机的一种反应”，当然还得加上一点，即这是“一种对社会危机的保守反应”

（犌狅狌犾犱狀犲狉，１９７０：１９５－１９６）。

在对某些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的经验解释领域，一场根本

性的变革正在进行中。线性进化论已被遗忘，各种循环论则

崭露头角；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正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抨击，取

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有机论。作为

一种行动要素的理性的作用和科学知识的地位不断地受到攻

击；我们再次被不同种类的关于人性和人类行为的反智主义

的（犪狀狋犻犻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犻狊狋犻犮）理论浪潮所淹没。除非追溯到１６世

纪，否则，很难在一代人这么短暂的期间里发现关于人类社会

的 那些盛行的经验性解释发生了一场如此重大的革命。

（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５）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看到西方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确

立的那些基本的价值取向（理性、科学、进步、进化、个人主义等）受到质

疑和抨击，西方社会陷入“非理性主义”或“反智主义”的思潮之中。出

生于２０世纪初的帕森斯虽然在远离欧洲的“新世界”长大，但（尤其是

在游学英、德之后）对欧洲在世纪之交的诸思潮显然并不陌生。问题

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兴起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又当具有什么样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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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如何反映其“时代状况”和体现其“时代精神”呢？显然，这些都是十

分复杂、需要细致和系统的研究方可解答的问题。帕森斯通过在《结

构》中的研究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答。帕森斯曾在“序言”中强调：重要

的不是这些著作家提出了什么问题和如何解答问题，而是他们提出和

解答这些问题的“语境”（犮狅狀狋犲狓狋）（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６８：狓狓犻）。不过，在阅读

帕森斯的这份“答卷”时，读者十有八九会失望，因为在这部洋洋洒洒

８００余页的“巨著”中，我们看到的要么是认识论—方法论层次的抽象

论述，要么是对那些欧洲“著作家”的著作的逻辑与理论分析，开篇部分

提及的那些时代问题似乎消失了，“时代精神”也无从谈起。如果不熟

悉这些著作家的生活时代，我们在《结构》中的那些精彩、严密的逻辑分

析中甚至看不出这是什么时代的著作和思想。有论者（犅狉犻犮犽，１９９３：

３８７）因此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上，如何在抽象的理

论论证和那些曾经在激发帕森斯的反思时起过某种作用的具体、实际

问题之间，可以推断出什么样的关联呢？”这确实是阅读《结构》的一个

挑战。不过，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我们留待下节；接下来，我们不妨

先看看其他研究者是如何论述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

１８．这并不是说，在《结构》之前没有社会学史方面的论著，除了古典社会学家（如涂尔干）对

社会学自身的历史的某些零星、片段式的研究和思考，比较系统的社会学史研究也已出现，例

如，大约在《结构》出版的１０年前，帕森斯的同事索罗金（犛狅狉狅犽犻狀，１９２８）的《当代社会学理论》

就已面世；《结构》中对该著多有引用和批评，可以说是《结构》的一个潜在的“对话者”，但是

帕森斯显然不赞同索罗金在该书中那种“流派纷呈”的研究方式———索罗金强调的是“分”

（犱犻狏犲狉犵犲狀犮犲），这与帕森斯本人强调“会通”的“合”的研究取向正相对立。从“二战”后的社会

学史研究来看，真正为其学科史研究奠定基础的是《结构》而非《当代社会学理论》。在“二战”

后社会学确立和构建自身历史和传统的过程中，《结构》常常“卷入”各种对话、争论、批评和修

正之中。另外，正如前文开头提及的，如果说帕森斯与默顿代表着战后社会学理论化的两条

主要进路，那么可以说帕森斯和索罗金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两种取向。梅

斯特洛维奇（犕犲狊狋狉狅狏犻犮，１９９１：３８－９）基于他自己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解，认为“帕

森斯是至上的后现代的抽象主义者，而索罗金一直强调的是非理性力量的权能”；“从知识社

会学的视角看，帕森斯代表的是现代性的恶性抽象主义对索罗金（著作中）典型的世纪末风格

及内容的胜利”。不过，对相关论者、尤其是帕森斯社会理论的流俗性曲解，在某种意义上极

大地削弱了这种比较的意义。

（二）身处“世纪末”的社会理论

如前文所述，帕森斯虽然反复强调《结构》不是一项思想史研究，但

多少有些悖谬的是：恰恰是《结构》开启了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对自身历

史的真正研究，１８这虽然是帕森斯没想到的一个“非预期的后果”，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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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方面进一步证明和强化了《结构》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之作的

地位。“二战”后在相关领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研究和论著，下

面将通过其中的一些研究来进一步认识被后人建构为“古典时期”的社

会学和社会理论的特征。

１９．不过，该研究的“地域范围”仅限于他所谓的“比较狭义上的欧洲”，即“西方社会‘最初的’

中心地带：法国、德国（含奥地利）和意大利”，而同时期的英、美思想家则不在主要考察之列

（犎狌犵犺犲狊，１９５８：１２）。

２０．同样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的修斯明确指出，《结构》是他自己写作《意识与社会》一书时

“十分倚重”和援引的“三部非凡的综合性著作之一”（犎狌犵犺犲狊，１９５８：４３３）。

２１．修斯（犎狌犵犺犲狊，１９５８：３４）认为，“世纪末”是“一个过度成熟的、倒错的和矫揉造作的颓废

的时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修斯（犎狌犵犺犲狊，１９５８）在《结构》出版二十年后推出了他对这个时代

（１８９０—１９３０）的社会思想的一个相对全面的历史论著：１９《意识与社

会：重新定位１８９０—１９３０年的欧洲社会思想》。这部史论虽然深受《结

构》的影响，２０但呈现的却是另一幅思想画卷。他虽然也认为在１９世

纪末的欧洲发生了“比较广泛的思想革命”（犎狌犵犺犲狊，１９５８：４２７），但对

这场“革命”的看法却与帕森斯有很大的不同，该书副标题中的“重新定

位”也许意有所指。作为一部思想史（犻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专论，《意识

与社会》特别注重时代背景，明确将其论述的主角们———他所谓的

“１８９０一代”（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１８９０’狊）———放到“世纪末”（犳犻狀犱犲

狊犻è犮犾犲）的语境中，２１认为他们共享“一种广泛的心理不安或隐忧

（犿犪犾犪犻狊犲）的体验”，这是一种关于“一个旧社会衰亡的感觉，并与一种

关于新社会的形式将会是怎样的那令人苦恼的不确定性耦合在一起”

（犎狌犵犺犲狊，１９５８：１４）。因此，修斯所谓的“思想革命”更注重的是“一种

深刻的心理层次上的变迁”（犎狌犵犺犲狊，１９５８：３４）；而“１８９０一代的著作

可以视为对一个‘关于现实的新构想’的‘第一次尝试’”：

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从大约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早期的３０年间所标明的是这样一个时期：其中比

较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家得出的结论是，“以前那些关于一个理

性的现实（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狉犲犪犾犻狋狔）的构想”是不充分的，而且，人类思

想将不得不与一个可能不再被设想为一种有序的系统的现实

相“妥协”。在这种妥协与调适的过程中，“人类意识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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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变得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意识似乎提供了人与

社会世界及历史之间仅有的连接纽带。（犎狌犵犺犲狊，１９５８：４２８。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段话也道出了该著以“意识与社会”为题的原由。和帕森斯在

《结构》中强调的“会通性”论题不同，修斯着重论述的是这个时期具有

代表性的思想家们２２对于下述问题的探究，即意识问题及“无意识”

（狋犺犲狌狀犮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的作用；时间和绵延（犱狌狉犪狋犻狅狀）在心理学、哲学、文学

和历史研究中的意义；“精神科学”（狊犮犻犲狀犮犲狊狅犳犿犻狀犱）中知识的性质及

可能性；政治背后的深层动机问题等的探究（犎狌犵犺犲狊，１９５８：６３－６５）。

基于此，修斯重点论述了这个时期的“反实证主义”———和帕森斯在《结

构》中的理解和论述有很大不同———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等时代

思潮，强调了“世纪末”的主观主义、反智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等思想倾向

在这个时期的各种著作中的不同体现或对它们的反应。

２２．与帕森斯在《结构》中选择的那些“晚近欧洲著作家”有所不同，在修斯的“剧中人物表”

中，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和克罗齐（犅犲狀犲犱犲狋狋狅犆狉狅犮犲）位居前列，而涂尔干、帕累托则只能

退居次席；同时，对柏格森（犎犲狀狉犻犅犲狉犵狊狅狀）、索雷尔（犌犲狅狉犵犲狊犛狅狉犲犾）等在社会学史上讨论不多

的人物，则颇费笔墨；另外，该书还广泛论及同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在一

个还不是很专业化的时代，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就是更好地反映了其“时代精神”的“社会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３．例如尼斯比特（犖犻狊犫犲狋，１９６６）的《社会学传统》，至少在两个方面促进了对社会学自身的

理解：一是运用洛夫乔伊（［１９３６］２０１５）提出的“单元—观念”（狌狀犻狋犻犱犲犪狊）来分析社会学中的基

本观念（共同体、权威、地位、神圣性以及异化）。通过对托克维尔、马克思、滕尼斯、韦伯、

涂尔干和齐美尔这些主要社会学家著作的细致分析，尼斯比特对社会学史上的“伟大形成时

期（１８９０—１９３０）”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念史研究。二是强调社会学研究具有浓厚的（转下页）

修斯这部社会思想史论著虽然也存在着明显不足，例如在一项号

称“社会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中，修斯甚至没有给涂尔干一个独立论述

的小章节，对齐美尔这样最典型地反映了该时代特征的人物的思想竟

然只字不提；但相比于帕森斯的《结构》，《意识与社会》的论述似乎更能

反映那个时代的人的所思所想，或者说，“时代精神”。此后数十年间虽

然出版了诸多相关史论著作，其中也不乏一些视角独特的研究，但像

《意识与社会》这样专注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心理状态并将其置于“世

纪末”的生身处境的研究，反而极为少见。更为常见的是对社会学或社

会理论历史的更长时间的研究。２３这些研究的更为重要的意义也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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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维度被逐渐揭示出来，

（接上页）保守主义取向，或者用他的说法，体现为一种“社会学悖论”：“尽管社会学的目标、其

主要人物的政治与科学价值观属于现代主义的主流，但一般而言，它的实质概念及其隐含的

视角则使之更为接近哲学保守主义”（犖犻狊犫犲狋，１９６６：１７）。蔡特林（犣犲犻狋犾犻狀，［１９６８］１９８７）探讨

了从启蒙运动到曼海姆的社会学发展史；启蒙运动、大革命、反启蒙的浪漫主义—保守主义

等要素都在讨论之列。但他的意识形态化和简单化的特征很明显。霍索恩（犎犪狑狋犺狅狉狀，

［１９７６］１９８７）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一项研究则另辟蹊径：他认为社会理论家们的“意图”在于

回答“如何奠定伦理论证的基础问题”（犎犪狑狋犺狅狉狀，１９８７：２５６），因此，社会理论“根本不是任

何有吸引力的、有重要意义的‘科学’，而是历史哲学”；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分析性方案”，而是

一种“伦理方案”（狆狉狅犼犲犮狋狅犳犲狋犺犻犮狊）（犎犪狑狋犺狅狉狀，１９８７：２５５；２６４）。在他看来，不论是启蒙思想

家们想要“在政治中奠定一种伦理学说的尝试”，还是１９世纪的理论家们想要“在‘社会’中奠

定伦理学说的尝试”（犎犪狑狋犺狅狉狀，１９８７：２６１），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这部论著与其说是“一

项社会理论史研究”（该书副标题），不如说是一部社会理论的“失败史”（犎犪狑狋犺狅狉狀，１９８７：７）

研究；或者说，是一部“社会理论的解构史”。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象塞德曼（犛犲犻犱犿犪狀，１９８３犫）

的社会理论史论著，较之以往的研究变得更加简明。无论是对历史脉络的概述，还是对主要

代表人物（往往集中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少数人）的思想分析，都变得越来越程式化并

因此丧失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历史性理解。

２４．卡林内斯库（２００２：４７犳犳）将“现代性”区分为“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或“资产

阶级的现代性”、“市侩现代性”）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

２５．贡巴尼翁（［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对所谓的“反现代派”（主要限于法国思想传统）给予了综合性的

细致研究，并概括了“反现代派的现代性”的六大主题：反革命、反启蒙、悲观主义、原罪、崇高

和抨击，分别体现了其历史或政治、哲学、伦理或存在、宗教或神学、美学以及腔调或风格诸维

度或“修辞格式”（贡巴尼翁，［２００９］２０１５：１５犳犳）。

从而有助于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自身予以更加丰富和完整的理解。譬

如，在探讨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于１９世纪之兴起问题时，大多数的论者

往往注重的是与启蒙、大革命的关联，或者侧重从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

脉络讨论对时代变迁问题的反映，但也有一些史论强调的是与反启蒙、

反革命的关联，以及保守主义（例如 犖犻狊犫犲狋，１９６６）、浪漫主义（例如

犕犲犪犱，１９３６；犌狅狌犾犱狀犲狉，１９７３）等智识传统与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内在

关联。如果说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主要讨论的是现代性问题，其论域也

应同时包括卡林内斯库（２００２）所谓的“两种现代性”，２４在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真正确立时期”，美学或文化现代性

的影响可能更为内在和深刻。或者说，早期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与贡

巴尼翁（［２００９］２０１５）所谓的“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更具亲和

性，２５因为这些观念更能体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内在精神状态。因此，

正如梅斯特洛维奇（犕犲狊狋狉狅狑犻犮，１９９１：３７）指出的，人们一旦熟悉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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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智识脉络的文献，再来看那些流行的社会学史时就会有一种“奇特

的”、甚至“令人惊异的”感觉：因为“在大多数流行的教科书、二手文献

以及专论中，社会学家们通常设定了一种类似直线的发展，从渗透在社

会学的那些启蒙运动时期的先驱者的著作中的乐观的、理性主义的哲

学……到当代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学家们完全未认识到还存在“一种

从乐观主义的启蒙运动到我们的犬儒时代（犮狔狀犻犮犪犾犪犵犲）的漫长的智识

上的弯道（犻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犱犲狋狅狌狉）”，这个智识传统体现的是埃伦贝格尔

（犈犾犾犲狀犫犲狉犵犲狉，１９７０）所谓的“世纪末精神”（犳犻狀犱犲狊犻è犮犾犲狊狆犻狉犻狋），深受

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影响。

梅斯特洛维奇的相关研究（犕犲狊狋狉狅狏犻犮，１９９１；１９９３）虽然聚焦于

涂尔干和后现代主义，但却是少有地意识到所谓的“古典社会理论”与

其产生的生身处境，即“世纪末”的内在关联的研究。他强调的“世纪末

精神”，指涉的是处于新旧世纪（或世界）更替之处境中人们的内在状态

和心理特征：悲观主义、犬儒主义（犮狔狀犻犮犻狊犿）、非理性主义、厌倦

（犲狀狀狌犻）、无聊（犫狅狉犲犱狅犿）、不抱幻想（犱犻狊犲狀犮犺犪狀狋犿犲狀狋）、隐忧（犿犪犾犪犻狊犲）、

忧郁（犿犲犾犪狀犮犺狅犾犻犪）以及颓废（犱犲犮犪犱犲狀犮犲）等等（犕犲狊狋狉狅狏犻犮，１９９１：２，

８）。总体而言，这是一个“颓废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化或文明

处于衰落时期；所以，正如勒佩尼斯（２０１１）关于西方知识分子的精彩研

究指出的，这个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当然包括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

在内）或多或少都患上了“抑郁症”，“忧郁”成为这个时期人们最典型的

精神和心理状态。就此而言，“世纪末忧郁（症）”构成了所谓的“世纪末

精神”的核心内涵。２６

２６．福尼内（犉狅狌狉狀犻犲狉，２００５：５５犳犳）在一篇讨论“涂尔干的生平与语境”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

这种“世纪末忧郁”（他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其内涵）与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的密切关联；这种关

联在他几年后撰写的大部头的著作《涂尔干传》（犉狅狌狉狀犻犲狉，２０１）中再次体现出来。

２７．卡林内斯库（２００２）关于“现代性”的博学而精彩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分析这种“世

纪末精神”，例如，关于“颓废”和“媚俗艺术”（犽犻狋狊犮犺）的精彩分析。

梅斯特洛维奇（犕犲狊狋狉狅狏犻犮，１９９１：３７犳犳）认为这是一个“感情／感觉

崇拜”（犮狌犾狋狅犳犳犲犲犾犻狀犵）的时代，以区别于启蒙时代的“理性崇拜”（犮狌犾狋狅犳

狉犲犪狊狅狀），或者用卡林内斯库（２００２）的说法，这个时代反映了美学或文

化的现代性对资产阶级或市侩的现代性的反叛和拒斥。２７梅氏

（犕犲狊狋狉狅狏犻犮，１９９１：５４犳犳）认为，涂尔干和齐美尔“作为首要的现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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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是“世纪末”的社会理论家的典型代表。限于篇幅，关于梅

氏将涂尔干的著作和思想置于“世纪末”的语境中而展开的一些颇具新

意的分析，２８本文就不再展开讨论。

梅氏的这种研究取向实际上也反映了最近数十年来西方学界关于

社会理论和社会学传统研究的一种状况：一方面，学科史和思想史领域

的相关论著越来越乏善可陈、教条干瘪而缺乏活力；另一方面，对其历

史上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具体、个别或有限的比较研究则越来越丰

富和深入，其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时代的“语境”

之中、结合文本分析展开细致研究。譬如，马克思和尼采对韦伯社会理

论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犜狌狉狀犲狉，１９９６），生命哲学对齐美尔社会理

论所具有的根本意义（例如，犔犲犮犽，２０００）等等，都需要放到“世纪末”这

个历史脉络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２９

２８．梅斯特洛维奇关于涂尔干的论述，虽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上看有助于推进“涂尔

干研究”，如他特别强调叔本华对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的深远影响（还可参见 犕犲狊狋狉狅狏犻犮，

１９９３）；他联系“世纪末精神”对涂尔干主要著作的文本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后者关于自杀问

题、宗教问题等研究也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２９．关于那个时代的主要社会理论家的思想与“世纪末”的复杂关联问题，实际上已经有了很

多研究，细致的梳理与文本分析———尽管这是最需要、最能澄清此问题的方式———需另文专

论，非本文所能及。

三、从欧洲到美国：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

《结构》不是《意识与社会》那样的思想史论著，帕森斯虽然意识到

世纪之交的智识氛围，但无意也不愿去展现那种“世纪末”的精神状态；

帕森斯也不像黑格尔那样将哲学史与哲学本身的研究融为一体，在展

现世界精神发展过程的同时也使各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各安其位，他关

注的是比较晚近出现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他在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

思想中“发现”了一种深刻的变革，他想从这种变革中引申出未来社会

理论发展的“基础”。不过，如前所述，问题在于他是以思想史研究的方

式来进行其理论论证的，这导致《结构》在“二战”后的社会学中主要被

视为一种社会学史的研究；同时，正如亚历山大（２００３：１１６）指出的那

样，因为《结构》“处于古典阶段终结与‘二战’后之间的空白点上，它既

是一个分水岭，又是一座沟通的桥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帕森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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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结构》而实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意

味着时代和文化场域的变化，而且蕴含着“时代精神”的转化。下面将

从两个方面来揭示这种“转变”的实质意涵。

（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狏狊．“世纪末”

卡米克（例如犆犪犿犻犮，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对“早期

帕森斯”、尤其是《结构》的研究虽然促进和深化了对帕森斯社会理论的

研究，但他那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取向的阐释也引起了诸多争论和批

评（例如亚历山大，２００３）。比如他对《结构》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解释，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对早期帕森斯和《结构》的理解，３０但其

局限性也很明显。在这方面，布里克（犅狉犻犮犽，１９９３）和格哈特（犌犲犺犪狉犱狋，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２００２）等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

因为这种研究不仅将《结构》放到它“诞生”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历史脉

络中来理解，而且从某个方面揭示了帕森斯在《结构》中实现的上述“转

变”的实质意涵。

３０．卡米克（犆犪犿犻犮，１９８９）虽然强调了此前研究所忽略的帕森斯撰写《结构》时的一个“社会历

史背景”，即美国社会学在１９２０、３０年代的处境及争论，但仅仅把《结构》确定为“一部社会学

宪章”的立论，无疑限制了他对《结构》的更为完整、丰富的理解，尽管他的这篇长文是迄今对

《结构》的最详尽的论述。

布里克的长篇研究论文主要探讨的是帕森斯的早期著作，尤其是

《结构》中的“改革主义维度”，当然，这里的“改革主义”（狉犲犳狅狉犿犻狊犿）是

在“大萧条”之后美国“新政”的背景中来讨论的。为此，布里克首先探

讨了帕森斯的早期成长和教育，认为“在家庭和教育的意义上，帕森斯

都是进步主义（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狏犻狊犿）的一个产物”（犅狉犻犮犽，１９９３：３６７）；而《结

构》中力图解决的“观念论与实证主义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其早期接

受的教育中蕴含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工具合理性”、“宗教与科学、虔诚

与理智”之间的“张力”（犅狉犻犮犽，１９９３：３６８）。帕森斯（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２８］

１９９１）后来关于德国思想传统中、尤其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研

究，实质上是他寻求“以一种进步主义的眼光来解读韦伯和以一种韦伯

主义的视角来架构进步主义的改革”的途径（犅狉犻犮犽，１９９３：３７２）。帕森斯

的早期教育、思考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进步主义的改革方案，而

《结构》可以理解为这种“改革主义方案的副产品和顶峰”（犅狉犻犮犽，

·９１·

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



１９９３：３７３）。基于文本、历史脉络、时代问题等多重分析，布里克提出

了他对于《结构》的理解：

既不应解读为一部关于社会学推理前提的全然抽象论

著，也不可视为一种对于新政风格的政府的保守力量的反思；

而 应 该 将 其 理 解 为 某 个 时 代 的 集 体 化 的 经 济 实 践

（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狏犻狕犻狀犵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之可能性辩护而进行的一

致性论证，（因为）在这个时代，现代社会中的私有产权的某些

方面正受到质疑。换言之，帕森斯的早期著作中存在一种改

革主义的维度，它具有超越新政改革所达到的界限的抱负。

因此，《结构》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实践目标的具体理论呈

现，这种目标是以自由主义风格来概括的，本文称之为“社会

改革”。（犅狉犻犮犽，１９９３：３６１）

３１．格哈特此处论述的“文化悲观主义”（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狆犲狊狊犻犿犻狊犿），主要指斯宾格勒（犗狊狑犪犾犱

犛狆犲狀犵犾犲狉）在《西方的没落》（１９１８）和索罗金在《社会与文化动力学》（１９３２－３７）中表达的文

化／文明论，和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主要盛行于德国学界（比如韦伯思想中）的那种悲观主义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格哈特（犌犲犺犪狉犱狋，１９９３）最初关注的是帕森斯关于德国、尤其是德

国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论述，这也构成了他对《结构》的阐

释的一个基本参照点。虽然同样是把《结构》放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背

景中，但格哈特更为强调的是美国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一种“比较的

境况”。具体而言，格哈特从多个层面来论述这种比较的状况：一是在

“政治”层面上，《结构》阐述了一种“支持民主的、反纳粹主义的政治学”

（犌犲犺犪狉犱狋，１９９９：９１）。二是在智识层次上对诸多思潮、理论的分析和

论述，譬如对构成《结构》之理论核心的“意志论”的阐述（犌犲犺犪狉犱狋，

１９９９：９４犳犳），对实证主义和观念论及其变种———如“（社会）达尔文主

义”（主要在英、美）、“种族主义”（尤其在德国）以及“文化悲观主义”３１

等思潮———的批判（犌犲犺犪狉犱狋，１９９９：１１０犳犳；２００２：１２犳犳）。三是在“事

实”层次上指出，《结构》具有明确的现实指涉，即当时西方面临的两种

现实、两种社会境况乃至两种社会的未来。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格哈特

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类型学论题，即帕森斯在《结构》中的经验—理论研

究蕴含着一种“双翼的（狋狑狅狆狉狅狀犵犲犱）社会行动结构”观念；位于这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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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两端的是“失范的共同体／社会”与“整合的共同体／社会”的对立类

型，构成前者的基本主题是“强力与欺诈、失范、以及仪式和卡里斯马”，

构成后者的则是“合法性、安全以及合理性”；这种对立的社会类型在现

实层次上的指涉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双重现实”：“纳粹德国的极权主

义元首国家（狋狅狋犪犾犻狋犪狉犻犪狀犉狌犺狉犲狉狊狋犪犪狋）”和“美国新政下的民主福利国家”

（犌犲犺犪狉犱狋，１９９９：１３６犳犳；２００２：４１犳犳）。３２

３２．如果联系本文第一部分的相关论述，即帕森斯将《结构》定位为一种经验—理论研究，我

们发现格哈特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更为具体的理解。格哈特（犌犲犺犪狉犱狋，１９９９：

１３７－９）根据档案文献对帕森斯的这种“经验—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解释，即

帕森斯最初从事这项研究的“原初动机”在于他一直对（欧洲著作家们研究的）经验问题的兴

趣，但在研究过程中，尤其是对于“会通论题”的“发现”，其研究旨趣已渐渐从经验问题转变

为“理论体系”。她进而指出，如果说帕森斯“最初的兴趣在于理解当时的经验社会”，那么，她

提出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双重现实”自然就是帕森斯的经验关切中的题中之义了。

３３．实际上，在美国“新政”（犖犲狑犇犲犪犾）这个名称之下包含着诸多内容，其中许多还是在不断

变动和相互冲突的（参见该文开始部分所做的辨析）。因此，布里克的这项细致研究的价值在

于：力图澄清帕森斯早期社会理论、尤其是《结构》究竟与“新政”的哪些因素有关，而非笼统地

宣称《结构》反映了“新政”的价值取向或政治意识形态。

如果说布里克的研究取向是将《结构》置于美国“新政”３３脉络里进

行细致分析，那么，格哈特的研究则是将《结构》置于当时欧美（主要是

德—美）的不同社会境况之中展开更为宏大的比较研究。显然，这种研

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前文提及的主要问题，如《结构》呈现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研究？它是如何应对其时代问题的？等等。另外，布里克和格

哈特等人的研究比较充分地论证了《结构》并非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充

满着现实关切、具有浓厚危机意识的一部济世之论。帕森斯本人在后来

的一篇回顾其理论发展的文章（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７０］１９７８犪：２８－２９）中强调：

《结构》标志着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它的主要成就

在于证明了所论及的四位作者之间存在着会通性，同时也伴

随着对我自己关于西方社会现状的一些问题的思考的澄清和

发展，而这些问题也是几位欧洲作者所关切的。欧洲社会的

状况也许可以标示为（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以

及政治方面的民主制，但它当时显然处于某种危机状态。俄

国革命和共产党控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是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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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代以来一直思考的重大问题。法西斯主义运动影响了

（我）在德国的交谊。本书出版不到两年，“二战”就爆发了；最

后是蔓延到全世界的大萧条。

如此看来，《结构》体现的似乎是处于一个危机时代的研究者借助

对另一个危机时代的一些思想家的研究、试图为其时代问题寻求解救

之道的一种智识努力。如果接受帕森斯本人的说法，即《结构》并非通

常意义上的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史研究，那么，格哈特等人的研究应该

说是很有启迪意义的，有助于对《结构》中探讨的时代问题的深入理解。

但从“效果历史”的角度看，由于《结构》在“二战”后的社会学中基本上

被视为一部社会学史论著，或者即使我们接受帕森斯所谓的“真正的二

手研究”的说法，它也应该面对历史研究必须回应的问题：作为一项关

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社会理论的研究，《结构》在何种意义上反映

了那个时代的问题和时代精神？从布里克和格哈特的研究来看，决定

帕森斯在《结构》中对世纪之交的社会理论的论述的，是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两人也都未将“１８９０一代”的思想与“世纪

末”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帕森斯在《结构》中是基于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的问题意识来阐述“世纪末”的社会理论的。

（二）美国狏狊．欧洲

３４．数十年来，卡米克在帕森斯、尤其是早期帕森斯研究方面著述颇丰，且多长篇大论，隐隐

有自成一脉之象；作为史论家，其考察、论证颇为细致，但其对帕森斯的解释往往得不到学界

认可并招致诸多批评。

　　另一方面，《结构》中实现的这种转变不仅关联两个时代，而且涉及

两种文化区域，即欧洲与美国在文化上的关系。卡米克（犆犪犿犻犮，２００５）

在探讨帕森斯早期的“文化”概念时发现：从大学时代到负笈海德堡，帕

森斯对文化概念的看法发生了明显改变；他认为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到

当时德国关于文化与文明之研究的影响所致。但令他难以理解的是，

帕森斯形成的这种整体性的文化概念与当时德国学界对文化概念的看

法并不一致，即使是在对韦伯的解释中，也消除了后者著作中极为明显

的文化危机意识和悲观主义倾向。无奈之下，他只能求诸于外来者对

当地文化和自身文化的比较解释这种毫无说服力的假说（犆犪犿犻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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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５５）。作为思想史家，卡米克的这项探讨和他之前对帕森斯的

那些研究一样，虽然总会带来一些新的见解和启迪，但终究因未能把握

帕森斯理论探究的真正意涵而难以令人满意。３４实际上，卡米克的这

种困惑，和许多研究者阅读《结构》中对欧洲社会思想的解释的感受一

样，反映的是同样的问题，即帕森斯是用一种源自美国文化的视角来看

待这些欧洲思想的。

帕森斯很早就对美国与欧洲在文化上的关系问题有过明确的思

考。例如他在海德堡求学期间就对美国与德国的大学体制有过简单比

较（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２７］２００５：２５７－５９），指出美国大学生享有的密切的

“共同体生活”、“通识教育”（犵犲狀犲狉犪犾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以及注重“户外活动”等

特质，美国大学中所强调的这种“对于‘我们文化中的共享（犮狅犿犿狌狀犪犾）

要素’的培养”，和德国大学中强调个体主义、脱离生活的专业化教育等

特征形成鲜明对比。不过，他也强调美国学生中最缺乏的是“哲学兴

趣”，缺乏对生命、科学、世界观等问题的深刻思考，而且“只有通过与哲

学问题的深刻争论，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文化———（这是）美国最紧迫

的问题”（犘犪狉狊狅狀狊，２００５：２５９）。

在几年后的一次演讲中，帕森斯对这种文化关系有一个更为明确

的说法：

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美国相对于欧洲有点像罗

马相对于希腊……和罗马人一样，我们在文化上不是创造性

的，我们的天赋在“实践”方面；罗马人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占据

优势，而我们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和罗马人一样，我

们很容易接受艺术、品味和观念，尽管我们没有创造它们。似

乎存在着某种相当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帮助创造出一种社

会架构，欧洲文化在其中能够拥有一种相当长的生命，享受和

平和愉悦；但不是发展，而是一个显著的享乐主义时代。类似

的情形似乎也适用于科学领域。美国在创新方面一直是多产

的，但是几乎没有古希腊或欧洲意义上的那些基本的科学观

念。与其说我们文化的统一性是那种似乎总会涉及某种创造

性文化的基本“共识”类型，不如说是诸经济－法律制度；尽管

最辉煌的文化常常出现在对这样一种“共识”的突破时期。

（转引自 犠犲犪狉狀犲，１９８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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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的上述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结构》中的

智识努力。他不仅要“以一种更加凝练和系统的形式”将欧洲相关的思

想文化观念引介到美国，而且需要“创造出一种理论框架”（“建立一种

新文化”），“将它们投射到它们与社会思想的一般发展的关系这个背景

上去”（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９１：４）。这显然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

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帕森斯在进行这种探究时是受到一种强烈的使命

意识和精神力量引导的，或者说，他的研究视角浸润着美国精神，这使

得他的相关阐释带有深刻的美国文化烙印，同样这自然也会使他招致

大量的批评。

如果说在帕森斯的研究中融入了一种“美国精神”的话，那么，其实

质意涵是什么？帕森斯本人就表达过一些类似的说法，例如他在《社会

系统》（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５１：７７）中提出了一个被普遍忽视的概念：“美国精

神气质”（犃犿犲狉犻犮犪犲狋犺狅狊）。３５帕森斯用此概念来表征美国社会中具有支

配性的 价 值 取 向：“普 遍 主 义 取 向 的 成 就 模 式”（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犻狊狋犻犮

犪犮犺犻犲狏犲犿犲狀狋狆犪狋狋犲狉狀）。格哈特（犌犲犺犪狉犱狋，２０１１：１２２－３）指出，这种“美

国精神气质”意指“思想自由、机会平等以及道德责任之间的一种结合。

‘美国精神气质’调和了那些支配社会关系中的互惠结构的原则：情感

上的尊重、安全和适当（犪犱犲狇狌犪犮狔）”。在格哈特看来，“美国精神气质”

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反映的是“美国民主的精神气质”

（犌犲犺犪狉犱狋，２０１１：９３）。

３５．在《社会系统》（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５１：７２犳犳）中，帕森斯运用“模式变项”之间的组合，构成了四种

“价值取向类型”；这些类型在社会层次上对应着四种“社会结构类型”（“一个社会有其支配性

的价值取向”）（犻犫犻犱：１２７）；这些价值取向和社会结构类型的每一种都可在现实世界找到其所

指涉的经验对象。其中的“普遍主义取向的成就模式”的经验指涉对象是美国社会，而“美国

精神气质”即为其“最佳例证”。帕森斯指出，“实用主义哲学是这种取向的典范”。格哈特注

意到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并把它放到其关于帕森斯社会思想的新著（犌犲犺犪狉犱狋，２０１１）的副标

题中。

格哈特的这种解释和她对《结构》的阐释一脉相承。比如她找出了

不为人知的《结构》初版的“广告文案”，因为上面引述的是熊彼特曾经

对该书的一个评论：“它不仅促进了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也增进了最高

层次上的‘公民学’（犮犻狏犻犮狊）”（犌犲犺犪狉犱狋，２００２：６）。这种“公民学”与她认

为《结构》所蕴含的那种“支持民主的政治学”是一致的；同时，她在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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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阐述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看到了民主的意象：“对帕森斯来说，民主

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组织类型。毋宁说，民主是一种社会行动的

结构，意味着公民对其所属共同体的自愿承诺。他在行动者的态度中

看到民主的反映”（犌犲犺犪狉犱狋，２０１１：２７９）。总而言之，格哈特认为

帕森斯的学术生涯是“为了民主的学术生涯”（犌犲犺犪狉犱狋，２０１１：２７６）。

实际上，在更深刻和更原初的意义上，帕森斯所谓的“美国精神气

质”体现的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观：“（世俗）工具能动主义”（［狑狅狉犾犱犾狔］

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犪犾犪犮狋犻狏犻狊犿）（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９１：５２；２００７：１４５）。在根源上，这

种价值观是新教伦理“入世禁欲主义”（狑狅狉犾犱犾狔犪狊犮犲狋犻犮犻狊犿）的世俗化版

本，或与美国世俗社会相对应的核心价值观（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９１：４９）。“美

国精神气质”中的两个构成要素，即普遍主义与成就，与“工具能动主

义”的精神实质完全相契合：因为这两个要素正是新教伦理的核心要

素；换言之，所谓的“美国精神气质”不过是用“模式变项”术语表达的美

国基本价值观而已。较之“民主精神”，这种价值观或精神在《结构》中

的体现更加显著和重要：《结构》全书论证的最终成果，即“意志论的行

动理论”实际上就体现着这种价值观。３６就本文论题而言，这种“精神”

特别重要：因为“意志论的行动理论”是“综合”欧洲两大社会行动理论

传统———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和观念论———的“产物”，如果说后者体

现的是欧洲精神，那么《结构》就隐含着以“美国精神气质”来综合“欧洲

精神”的意图。

３６．关于帕森斯著作中的“意志论”问题，也是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但能够真正把握其

实质意涵的研究者并不多见，可参见普洛克特（犘狉狅犮狋犲狉，１９７８）的阐述。

因此，不论是《结构》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问题（尤其

是“新政”）的关联，还是它在阐述和论述中或明或暗地体现出来的“美国

精神气质”，都说明这是一部浸润着美国文化精神的论著，虽然它论述的

是“欧洲著作家”的思想，但这些身处“世纪末”的理论家们在《结构》中显

然被“美国化”了。或者用沃纳（犠犲犪狉狀犲，１９８９）的说法：帕森斯是用一种

典型的美国方式来论述欧洲社会理论的。这也导致后来诸多研究者提

出古典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去美国化”、“去帕森斯化”等口号，尽管他们

可能并未真正理解帕森斯在《结构》中展开的那种研究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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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结构》集中反映了“早期帕森斯”的思想。虽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

期以来，在西方帕森斯研究中有关其早期的思想这一领域里出现了一

些比较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突破性的成果，帕森斯的“早期文集”

（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９１）也得以结集出版，但诸多关键问题仍有待澄清。长期

以来，《结构》之所以得不到与其学科史地位相称的研究，与此不无关

系。实际上，《结构》本身有一个值得引人注目、但却很少受人关注的现

象或问题：一个有志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人，为何要耗费巨大心血、

以这样一部煌煌巨制来精心阐释晚近欧洲的社会思想、却置其本土早

已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于不顾？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显然有助于理解这

部经典，本文对此虽有涉及，但却无法提供详尽解释。这里需要强调的

是，首先要了解作者，尤其是了解这个典型的“英裔白人新教徒”（犠犃犛犘）

在展开这项研究时的“心灵架构”（犳狉犪犿犲狅犳犿犻狀犱）———借用他始终奉为

“导师”的韦伯（犠犲犫犲狉，２００２）在探讨新教伦理时极为倚重、但在他的译

本中又过于忽视的一个概念。

前文提及的卡米克（犆犪犿犻犮，２００５：２４１犳犳）在探讨帕森斯早期的文

化概念时，多少触及这个问题，比如他批评了关于帕森斯思想形成问题

的两种“还原论的解释”：“本土培育说”（犿犪犱犲犻狀狀狌狉狋狌狉犲）和“德国制造

论”（犿犪犱犲犻狀犌犲狉犿犪狀），前者强调帕森斯自幼接受的新教文化的熏陶，

后者强调帕森斯游学海德堡时意外“遭遇”韦伯的思想而对其学术研究

产生的关键性影响。卡米克的批评虽然不无道理，但显然也未能理解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反倒是前文提及的、卡米克的批评也波及到的布里

克（犅狉犻犮犽，１９９３）在联系“新政”对《结构》予以解读时，先对帕森斯接受

的新教教育、大学教育直至在海德堡的“博士论文”研究进行了一个简

要的概述，虽然简单，但已大致勾勒出帕森斯在撰写《结构》前其“心灵

架构”是如何一步步地形成的过程以及其中的一些关键点。

这种探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帕森斯在致力于《结构》研究时，其

“心灵架构”已大致确立，而《结构》的撰写过程最终明确和巩固了这个

架构。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就此细致展开。但是，有一点显而易见：即

帕森斯的这个“心灵架构”完全是美国式的，是在美国文化的浸润中成

型的。这种特质，不论是在其最早的大学“学期论文”还是此后半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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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里撰写的大量论著中，都是很明确的。当然，还有一个关键要点：

帕森斯和黑格尔、韦伯等人一样，是具有“普遍历史”抱负的思想家。

帕森斯著作中的这两个因素———也表现为布里克指出的“虔诚与智识”

“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张力———纠结在一起；把握住这一点，本文讨论的

论题就相对容易理解了。但是，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去批评或抨击

他们著作中这样那样的“中心主义”，有意义的也许是需要反躬自问：是

永远做他人撰写的普遍历史中的“他者”或干脆“缺席”，还是建构基于

自身文化的普遍历史？

参考文献（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格哈特，乌塔．２００９．帕森斯思想评传［犕］．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加达默尔，汉斯—格奥尔格．２００３．真理与方法（上卷）［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

社．

贡巴尼翁，安托瓦纳．２００９．反现代派———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犕］．

郭宏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卡琳内斯库，马泰．２００２．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犕］．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黑格尔．１９５９．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黑格尔．１９７９．精神现象学（上、下卷）［犕］．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库恩，托马斯．２００３．科学革命的结构［犕］．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勒佩尼斯，沃尔夫．２０１１．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犕］．

李焰明，译．

洛夫乔伊，阿瑟·犗．［１９３６］２０１５．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犕］．张传友、

高秉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田耕．２００６．为什么写作社会学理论史———读默顿《论理论社会学》［犑］．社会学研究

（１）：２２７－３５．

亚历山大，杰弗里·犆．２００３．新功能主义及其后［犕］．彭牧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亚历山大，杰弗里·犆．２００６．经典文本的核心地位［犑］．赵立玮，译．社会理论（２）：１８０

－２３１．

赵立玮．２０１２．“韦伯的帕森斯化”与“韦伯派帕森斯”———基于韦伯—帕森斯思想关联

性的考察［犌］．／／社会理论：现代性与本土化．应星、李猛，编．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１５５－２０４．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犑犲犳犳狉犲狔犆犺犪狉犾犲狊．１９８２．犘狅狊犻狋犻狏犻狊犿，犘狉犲狊狌狆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犆狌狉狉犲狀狋犆狅狀狋狉狅狏犲狉狊犻犲狊．

犔狅狀犱狅狀：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牔犓犲犵犪狀犘犪狌犾．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犑犲犳犳狉犲狔犆犺犪狉犾犲狊．１９８４．犜犺犲犕狅犱犲狉狀犚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犆犾犪狊狊犻犮犪犾犜犺狅狌犵犺狋：

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犔狅狀犱狅狀：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牔犓犲犵犪狀犘犪狌犾．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犑犲犳犳狉犲狔犆．２００１．“犘犪狉狊狅狀狊犪狊犪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犪狀犆狉犻狋犻犮狅犳犐狀犱狌狊狋狉犪犾犛狅犮犻犲狋狔：犃犖犲狑

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犈犪狉犾狔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犐狀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犺犲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犃犮狋犻狅狀

·７２·

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



犪狀犱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犪狉狔犇犲犫犪狋犲狊，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犌犪犫狉犻犲犾犲犘狅犾犾犻狀犻犪狀犱犌犻狌狊犲狆狆犲犛犮犻狅狉狋犻狀狅．

犕犻犾犪狀狅：犉狉犪狀犮狅犃狀犵犲犾犻：９－２３．

犅狉犻犮犽，犎狅狑犪狉犱．１９９３．“犜犺犲犚犲犳狅狉犿犻狊狋犇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狊犈犪狉犾狔犛狅犮犻犪犾

犜犺犲狅狉狔．”犐狀犜犺犲犆狌犾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犕犪狉犽犲狋：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犈狊狊犪狔狊．犈犱犻狋犲犱犫狔犜犺狅犿犪狊犔．

犎犪狊犽犲犾犾犪狀犱犚犻犮犺犪狉犱犉．犜犲犻犮犺犵狉犪犲犫犲狉犐犐犐．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３５７－９６．

犆犪犿犻犮，犆犺犪狉犾犲狊．１９７９．犜犺犲犝狋犻犾犻狋犪狉犻犪狀犚犲狏犻狊犻狋犲犱．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８５：

５１５－５０．

犆犪犿犻犮，犆犺犪狉犾犲狊．１９８９．“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犳狋犲狉５０犢犲犪狉狊：犜犺犲犃狀犪狋狅犿狔狅犳犪犆犺犪狉狋犲狉．”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９５（１）：３８－１０７．

犈犾犾犲狀犫犲狉犵犲狉，犎犲狀狉犻犉．１９７０．犜犺犲犇犻狊犮狅狏犲狉狔狅犳狋犺犲犝狀犮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犖犲狑犢狅狉犽：犅犪狊犻犮犅狅狅犽狊．

犌犲狉犺犪狉犱狋，犝狋犪．１９９３．“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狊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狅犳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犻狊犿．”

犐狀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狅狀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犻狊犿，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犝狋犪犌犲犺犪狉犱狋．犖犲狑犢狅狉犽：

犃犾犱犻狀犲犱犲犌狉狌狔狋犲狉．

犌犲狉犺犪狉犱狋，犝狋犪．１９９９．“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犻狊犿犪狀犱狋犺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狅犳犜犺犲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犛狅犮犻犪犾

犃犮狋犻狅狀．”犐狀犃犵犲狀犱犪犳狅狉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犆犾犪狊狊犻犮犛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犆狌狉狉犲狀狋犝狊犲狅犳犜犪犾犮狅狋狋

狆犪狉狊狅狀狊’狊犠狅狉犽，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犅犲狉狀犪狉犱犅犪狉犫犲狉犪狀犱犝狋犪犌犲犺犪狉犱狋．犅犪犱犲狀犅犪犱犲狀：犖狅犿狅狊

犞犲狉犾犪犵狊犵犲狊犲犾犾狊犮犺犪犳狋：８７－１６４．

犌犲狉犺犪狉犱狋，犝狋犪．２００２．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犃狀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犅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

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犌犲狉犺犪狉犱狋，犝狋犪．２０１１．犜犺犲犛狅犮犻犪犾犜犺狅狌犵犺狋狅犳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犕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狔犪狀犱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犈狋犺狅狊．犅狌狉犾犻狀犵狋狅狀：犃狊犺犵犪狋犲．

犌狅狌犾犱，犕犪狉犽．１９９１．“犜犺犲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犃犮狋犻狅狀：犪狋犾犲犪狊狋犛犻狓狋狔犢犲犪狉狊犃犺犲犪犱狅犳犻狋狊

犜犻犿犲．”犐狀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犺犲狅狉犻狊狋狅犳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犚狅犾犪狀犱犚狅犫犲狉狋狊狅狀

犪狀犱犅狉狔犪狀犛．犜狌狉狀犲狉．犔狅狀犱狅狀：犛犃犌犈犘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８５－１０７．

犌狅狌犾犱狀犲狉，犃犾狏犻狀犠．１９７０．犜犺犲犆狅犿犻狀犵犆狉犻狊犻狊狅犳犠犲狊狋犲狉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犖犲狑犢狅狉犽：犅犪狊犻犮

犅狅狅犽狊，犐狀犮．

犌狅狌犾犱狀犲狉，犃犾狏犻狀 犠．１９７３．“犚狅犿犪狀狋犻犮犻狊犿 犪狀犱犆犾犪狊狊犻犮犻狊犿：犇犲犲狆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狊犻狀犛狅犮犻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犐狀犉狅狉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犚犲狀犲狑犪犾犪狀犱犆狉犻狋犻狇狌犲犻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犜狅犱犪狔．犖犲狑

犢狅狉犽：犅犪狊犻犮犅狅狅犽狊，犐狀犮．：３２３－６６．

犎犪犫犲狉犿犪狊，犑狌狉犵犲狀．１９８１． “犜犪犾犮狅狋狋 犘犪狉狊狅狀狊：犘狉狅犫犾犲犿狊 狅犳 犜犺犲狅狉狔 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犐狀狇狌犻狉狔５１：１７３－９６．

犎犪犫犲狉犿犪狊，犑狌狉犵犲狀．１９８４，１９８７．犜犺犲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狏犲犃犮狋犻狅狀，２狏狅犾狊．，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

犫狔犜犺狅犿犪狊犕犮犆犪狉狋犺狔．犅狅狊狋狅狀：犅犲犪犮狅狀犘狉犲狊狊（狏狅犾．１，１９８４；狏狅犾．２，１９８７）．

犎犪狑狋犺狅狉狀，犌犲狅犳犳狉犲狔．［１９７６］１９８７．犈狀犾犻犵犺狋犲狀犿犲狀狋犪狀犱犇犲狊狆犪犻狉：犃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犛狅犮犻犪犾

犜犺犲狅狉狔．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犎狌犵犺犲狊，犎．犛狋狌犪狉狋．１９５８．犆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犜犺犲犚犲狅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犈狌狉狅狆犲犪狀

犛狅犮犻犪犾犜犺狅狌犵犺狋，１８９０—１９３０．犖犲狑犢狅狉犽：犃犾犳狉犲犱犃．犓狀狅狆犳，犐狀犮．

犔犲犮犽，犚犪犾狆犺 犕．２０００．犌犲狅狉犵犛犻犿犿犲犾犪狀犱 犪狏犪狀狋犵犪狉犱犲狊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狋犺犲犫犻狉狋犺狅犳

犿狅犱犲狉狀犻狋狔，１８８０—１９２０．犃犿犺犲狉狊狋，犖犲狑犢狅犽：犎狌犿犪狀犻狋狔犅狅狅犽狊．

犕犲狉狋狅狀，犚狅犫犲狉狋犓．１９４８．“犇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１３（２）：１６４－８．

犕犲狉狋狅狀，犚狅犫犲狉狋犓．［１９４９］１９６８．犛狅犮犻犪犾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犖犲狑犢狅狉犽：犜犺犲

·８２·

社会·２０１５·６



犉狉犲犲犘狉犲狊狊．

犕犲狊狋狉狅狏犻犮，犛狋犼犲狆犪狀犌．１９９１．犜犺犲犆狅犿犻狀犵犳犻狀犱犲狊犻è犮犾犲：犃狀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狊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狋狅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犪狀犱犘狅狊狋犿狅犱犲狉狀犻狊犿．犔狅狀犱狅狀：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

犕狌狀犮犺，犚犻犮犺犪狉犱．１９８７．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犃犮狋犻狅狀：犜狅狑犪狉犱狊犪犖犲狑犛狔狀狋犺犲狊犻狊犌狅犻狀犵犅犲狔狅狀犱

犘犪狉狊狅狀狊．犔狅狀犱狅狀：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牔犓犲犵犪狀犘犪狌犾．

犖犻狊犫犲狋，犚狅犫犲狉狋犃．１９６６．犜犺犲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犖犲狑 犅狉狌狀狊狑犻犮犽：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

犘狌犫犾犻狊犺犲狉狊．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１９３７．犜犺犲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犃犮狋犻狅狀：犃犛狋狌犱狔犻狀犛狅犮犻犪犾犜犺犲狅狉狔

狑犻狋犺犛狆犲犮犻犪犾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狋狅犪犌狉狅狌狆狅犳犚犲犮犲狀狋犈狌狉狅狆犲犪狀 犠狉犻狋犲狉狊．犖犲狑 犢狅狉犽：

犕犮犌狉犪狑犎犻犾犾犅狅狅犽犆狅犿狆犪狀狔（２
狀犱
犈犱犻狋犻狅狀，犉狉犲犲犘狉犲狊狊，１９４９；犘犪狆犲狉犫犪犮犽犈犱犻狋犻狅狀，犉狉犲犲

犘狉犲狊狊，１９６８）．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１９４８．“犜犺犲犘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犜犺犲狅狉狔．”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犚犲狏犻犲狑１３（２）：１５６－６４．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１９５１．犜犺犲犛狅犮犻犪犾犛狔狊狋犲犿，犖犲狑犢狅狉犽：犉狉犲犲犘狉犲狊狊．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１９５０］１９５４．“犜犺犲狆狉狅狊狆犲犮狋狊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犜犺犲狅狉狔．”犐狀犈狊狊犪狔狊犻狀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犜犺犲狅狉狔．犖犲狑犢狅狉犽：犜犺犲犉狉犲犲犘狉犲狊狊：３４８－６９．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１９７０“犗狀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犛狅犮犻犪犾犛狔狊狋犲犿犜犺犲狅狉狔：犃犘犲狉狊狅狀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犐狀犛狅犮犻犪犾

犛狔狊狋犲犿狊犪狀犱狋犺犲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犃犮狋犻狅狀犜犺犲狅狉狔．犖犲狑犢狅狉犽：犜犺犲犉狉犲犲犘狉犲狊狊：２２－７６．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１９７５．“犜犺犲犘狉犲狊犲狀狋犛狋犪狋狌狊狅犳‘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犜犺犲狅狉狔．”犐狀犜犺犲

犐犱犲犪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犘犪狆犲狉狊犻狀犎狅狀狅狉狅犳犚狅犫犲狉狋犓．犕犲狉狋狅狀．犔犲狑犻狊犃．犆狅狊犲狉

（犲犱．）．犖犲狑犢狅狉犽：犎犪狉犮狅狌狉狋犅狉犪犮犲犑狅狏犪狀狅狏犻犮犺：６７－８３．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１９７８．“犃犘犪狉犪犱犻犵犿狅犳狋犺犲犎狌犿犪狀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犐狀犃犮狋犻狅狀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

狋犺犲犎狌犿犪狀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犖犲狑犢狅狉犽：犉狉犲犲犘狉犲狊狊：３５２－４３３．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１９２８］１９９１．“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狊犿”犻狀犚犲犮犲狀狋犌犲狉犿犪狀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犛狅犿犫犪狉狋犪狀犱

犠犲犫犲狉．”犐狀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犺犲犈犪狉犾狔犈狊狊犪狔狊，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犆犺犪狉犾犲狊犆犪犿犻犮．犆犺犻犮犪犵狅：

犜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犺犻犮犪犵狅犘狉犲狊狊：３－３７．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１９９１．“犃犜犲狀狋犪狋犻狏犲犗狌狋犾犻狀犲狅犳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犞犪犾狌犲狊．”犐狀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

犜犺犲狅狉犻狊狋狅犳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犚狅犾犪狀犱犚狅犫犲狉狋狊狅狀犪狀犱犅狉狔犪狀犛．犜狌狉狀犲狉．犔狅狀犱狅狀：

犛犪犵犲犘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３７－６５．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２００７．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犲狋狔：犃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犛狅犮犻犲狋犪犾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犅狅狌犾犱犲狉：犘犪狉犪犱犻犵犿犘狌犫犾犻狊犺犲狉狊．

犘狉狅犮狋犲狉，犐犪狀．１９７８．犘犪狉狊狅狀狊’狊犈犪狉犾狔犞狅犾狌狀狋犪狉犻狊犿．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犐狀狇狌犻狉狔４８（１）：３７－４８．

犛犲犻犱犿犪狀，犛狋犲狏犲狀．１９８３犪．“犅犲狔狅狀犱犘狉犲狊犲狀狋犻狊犿犪狀犱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犻狊犿：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狋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

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犐狀狇狌犻狉狔５３（１）：７９－９１．

犛犲犻犱犿犪狀，犛狋犲狏犲狀．１９８３犫．犔犻犫犲狉犪犾犻狊犿 犪狀犱狋犺犲犗狉犻犵犻狀狊狅犳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犛狅犮犻犪犾犜犺犲狅狉狔．

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犪狀犱犔狅狊犃狀犵犲犾犲狊：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

犛狅狉狅犽犻狀，犘犻狋犻狉犻犿犃．１９２８．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犜犺犲狅狉犻犲狊．犖犲狑犢狅狉犽：犎犪狉狆犲狉牔

犅狉狅狋犺犲狉狊．

犜狌狉狀犲狉，犅狉狔犪狀犛．１９９６．犉狅狉犠犲犫犲狉：犈狊狊犪狔狊狅狀狋犺犲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狅犳犉犪狋犲．犔狅狀犱狅狀：犛犪犵犲

犘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犠犲犪狉狀犲，犅狉狌犮犲犆．１９８９．犜犺犲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犛犮犺狅犾犪狉狊犺犻狆狅犳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狋狅１９５１：犃

犆狉犻狋犻犮犪犾犆狅犿犿犲狀狋犪狉狔．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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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犲犪狉狀犲，犅狉狌犮犲犆．２０１３．“犈狓犲犵犲狋犻犮犪犾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狊：犘犪狉狊狅狀狊’犆狅狀狏犲狉犵犲狀犮犲犆狅狀犮犲狆狋．”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狊狋４４：２３３－４４．

犠犺犻狋犲犺犲犪犱，犃．犖．１９７４．犜犺犲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犜犺狅狌犵犺狋．犠犲狊狋狆狅狉狋：犌狉犲犲狀狑狅狅犱犘狉犲狊狊：

１０５－３３．

犣犲犻狋犾犻狀，犐狉狏犻狀犵犕．［１９６８］１９８７．犐犱犲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狋犺犲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犜犺犲狅狉狔．

犈狀犵犾犲狑狅狅犱犆犾犻犳犳狊，犖犲狑犑犲狉狊犲狔：犘狉犲狀狋犻犮犲犎犪犾犾，犐狀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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